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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治理的透明度實踐：來自歐盟 DSA 的觀察

鍾敏玲

摘要

本研究聚焦歐盟《數位服務法》（DSA）的透明度機制，探討透明度機制，如何

在數位平台治理中促進問責性與保障言論自由。DSA，透過透明度報告、內容審查原

因聲明（SoR）、以及數位服務透明度資料庫（DSA-TDB）等制度，要求大型數位平

台揭露內容管理行為，以提升公共監督與使用者信任。研究發現，DSA-TDB 自 2023

年啟動以來，已累積數十億筆透明度數據，成為公眾、監管機構及研究者監控和分析

數位平台內容治理的重要資源，特別是透明度的資訊揭露層次、課責性，其實踐成效

仍有進一步優化之空間，爰此臺灣借鑑 DSA 透明度機制，應更考量數位治理與言論

自由的在地框架，結合本地需求，強化數位平台治理的規範性與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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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Transparency Practices in Digital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s Digital Services Act（DSA） 

Min-Ling Jho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parency mechanisms established by the European 

Union’s Digital Services Act (DSA),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how they facilitate 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safeguar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governance. 

As the world’s first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digital services, the DSA 

imposes obligations on large platforms to disclose their content moderation practices through 

transparency reports, Statements of Reasons (SoR), and the Digital Services Transparency 

Database (DSA-TDB), thereby enhancing public oversight and strengthening user trust. 

Since its launch in 2023, the DSA-TDB has accumulated billions of data entries, serving as a 

critical resource for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platform governance practices. However, the 

study finds that despite this significant step toward transparency, challenges remain regarding 

the depth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meaningful accountability. Drawing 

on the DSA’s experienc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aiwan should not only adapt the transparency 

mechanisms to its local governance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ameworks but also address 

contextual needs to enhance the normative coherence and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its 

digital platform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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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推動全球經濟與社會的全面數位化轉型。數位平台、人工智

慧與資料治理不僅重塑產業結構，也改變資訊流通與民主參與的樣貌。各國政府積極

推動數位治理政策以因應新興挑戰，如隱私侵害、假資訊擴散、演算法偏誤與自動化

決策透明不足等議題。特別是在社群媒體成為公眾討論主要場域的今日，平台已非單

純的資訊中介，而是掌握公共輿論可見性的重要治理主體。

在數位社會中，「言論自由」與「內容治理」之間的張力成為民主制度面臨的核

心挑戰。平台一方面強調維護資訊安全與社群秩序，另一方面又握有內容刪除與帳號

停權等權力，使私人企業實質上取代了部分公共審查機制。若平台的審查決策缺乏透

明度、標準化與外部監督，便可能形成「非正式的數位審查體系」，削弱資訊多元性

與民主參與的基礎。因此，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與維護資訊完整性之間取得制度性平

衡，已成為全球數位治理的共同課題。

政府在數位治理中的職責包括許多面向，其中包含維護公民基本權利（如隱私

權）以及資料安全，以促進數位治理的健康發展（Praditya & Janssen, 2015）。傳統

守門人理論（White, 1950; Shoemaker & Vos, 2009）原本用於新聞學脈絡，強調編

輯與媒體組織如何決定哪些資訊能進入公共領域。然而在數位時代，平台藉由演算

法、內容排序與社群規範，取代了傳統媒體的資訊篩選角色，形成「演算法守門人」

（algorithmic gatekeepers）的新型權力結構（Napoli, 2015; Helberger, Pierson & Poell, 

2018）。這種守門功能並非中立，而是深受平台商業模式與政策取向所影響。平台藉

由「看似自動化」的演算法決策與內容審查，實際上對公共輿論形成隱性引導與篩

選，進而決定哪些言論得以被「看見」或被「隱藏」。

2025 年 1 月，Meta 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宣布調整內容審查政策，為平台治理

轉向提供了具體案例。他坦承過度依賴自動化系統與第三方查核導致「過度刪除」與

「誤判審查」，並決定停止與外部查核機構合作，改採以使用者共創為基礎的「社群

註解」（Community Notes）制度，並放寬對政治與性別議題的內容限制（TechPolicy 

Press, 2025）。此舉被視為平台從強化監管轉向「回歸言論自由」的象徵。此於 Meta 

主動弱化第三方查核、放寬對敏感議題的限制、將審查從系統主導轉為用戶舉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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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意味著平台在守門機制中的權力從「主動篩選」轉向「被動篩選」，這種轉變既

可能提升言論自由，也可能降低對錯誤與偏見的控制，在民主治理框架中引發透明度

與問責的疑竇。

歐盟於 2022 年通過的《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即是全球最具

代表性的制度性嘗試。特別是其設計的一系列透明度機制——包括內容審查報告、原

因聲明（SoR, Statements of Reasons）、DSA 透明度資料庫（DSA-TDB, Transparency 

Database）、以及外部審計與研究存取制度——成為嘗試彌補言論自由與平台治理之

間裂縫的重要制度實驗。這些機制不僅要求平台揭露其審查行為，更希望藉此提升問

責性與公信力，為用戶創造可監督、可理解、可參與的治理環境。然則，這些制度是

否真正落實了言論自由與內容審查的平衡？透明度是否只是制度的表層正當化，還是

能夠形塑實質的治理對話與民主參與？此即本研究欲深入探討的問題核心。

因此，本研究以歐盟 DSA 為觀察基礎，探討透明度機制如何在平台治理中，成

為平衡言論自由與內容審查的制度性工具：（1）釐清數位治理制度設計中，透明度

如何作為中介機制，實現對平台的外部監督與問責，包含透明度機制在實務運作中的

侷限及落差。（2）同時藉由觀察 DSA 的透明度資料庫（DSA-TDB）、審查原因聲明

（Statements of Reasons, SoR）及平台分級報告等機制，分析其是否有效提升公民對平

台決策的理解與信任。（3）DSA 的經驗是否能為其他國家（如台灣）提供可參照的

制度設計樣態，以回應類似的治理難題等等，並透過上述問題的分析與討論，進一步

反思透明度機制作為制度性橋樑的可能性與限制，並試圖釐清如何設計更具公信力與

民主正當性的數位治理模式，促進未來政策設計的實證基礎與制度創新。

本研究為回應前述核心問題，依循研究整體架構，從理論、制度與實務三個層次

展開，首先聚焦於 DSA 中有關透明度規範的具體制度設計，特別是包括內容審查報

告制度、透明度資料庫、第三方研究資料存取機制，以及吹哨者保護條款等，藉由歐

盟政策文件、平台實作報告與次級資料分析，解析這些機制目前在大型數位平台中的

運作狀況。研究亦關注透明度制度如何回應各界對平台「黑箱式治理」的批評，並思

考是否足以提升平台決策的外部可見性與可評估性，進而重塑平台與用戶、政府、公

民社會之間的互信基礎。其次，從多元視角評估透明度機制的治理效果，特別關注其

在實務上如何面對快速變動的資訊環境與各國法律文化差異的挑戰。最後，本研究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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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連結其在全球數位治理中作為「規範輸出」的重要性，剖析臺灣目前在數位平台治

理欠缺整合性法律架構與平台資訊揭露義務之明確規定，進一步提出對台灣未來數位

治理制度設計之政策借鑑與規範建議。

貳、數位平台治理、透明度、與言論自由之複雜交匯

一、數位治理與社群平台

在數位治理的框架下，社群媒體平台成為數位經濟與公共治理交會的關鍵場域。

平台經濟背後所依賴的注意力邏輯，使得使用者的目光與時間轉化為可計價的商品，

社群媒體如 Facebook 與 YouTube，便透過演算法優化內容曝光，以吸引用戶注意力再

轉賣廣告空間（Aral, 2020；胡元輝，2018）。這種注意力經濟驅動的商業邏輯也形塑

出平台在內容治理上的策略選擇與資訊排序機制，進一步牽動數位治理對「公共性」

的重新定義。從網路公共安全的角度觀察，社群媒體平台雖促進資訊快速傳播與社會

動員，但同時也放大了虛假訊息、仇恨言論與極端主義等風險（Sunstein, 2017）。這

類風險不僅挑戰原有新聞媒體的事實查核機制，更在疫情與選舉等高度敏感事件中，

動搖公共信任與社會穩定（許育典、李霽恆，2023；陳怡璇、林澤民，2020）。

網絡化資訊場域的變遷，使得傳統以大眾媒體為主的公共領域，轉變為分散式、

多元化的網絡公共領域（Benkler, 2006；胡元輝，2018）。然而，資訊碎片化與回

音室效應則可能削弱理性討論空間，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與維護資訊品質之間取得

平衡，成為數位治理中不可迴避的課題。平台掌握使用者數據與資訊流通控制權，

使其不僅是商業體，更扮演資訊把關者的角色（蕭維傑、王維菁，2018）。Tapscott

（2008）與 Sunstein（2017）雖分別看好 Web 2.0 提升民主參與潛力與多元討論機

制，但也指出平台商業誘因未必與民主利益一致，監管機制若無法強化平台揭露與責

任，則民主參與可能被平台邏輯所扭曲。

Gillespie（2018）即指出，平台在角色定位上遊走於「科技中介」與「內容仲

裁者」之間，使其在內容審查的責任與正當性上產生模糊地帶。倘若平台在缺乏監

管與問責的情境下行使審查權，極易淪為資訊控制的新權力結構。此外，DeNar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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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進一步指出，數位基礎設施的治理權限逐漸移轉至私人企業手中，正挑戰傳

統國家主導的公共政策系統。Sunstein（2017）則主張，雖然社群媒體平台促進了多

元言論，但演算法與過濾機制也可能造成資訊泡泡與回音室效應，反而削弱公共討論

的多樣性與開放性。國際非政府組織「ARTICLE 19」源自「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

「人人享有見解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亦指出，平台內容審查若未有公開透明的標準與

救濟機制，將無法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中對言論自由限制的「合法性、必要性與比

例原則」。而 De Blasio 與 Selva（2021）比較歐洲各國平台治理策略時指出，政府與

平台之間的責任分配模式（例如法律強制、共同治理、自律監管）將直接影響透明度

實踐的效力與可見程度。

二、平台治理：透明度機制與問責

隨著數位平台成為社會資訊流通與輿論形成的主要場域，政府應以何種角度

思考如何監管兼具公共性與中立性網路空間及平台，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而在數

位平台治理與民主價值的交會點上，也愈來愈多研究開始關注透明度作為治理工具

的角色，傳統治理架構難以應對數位環境中的資訊不對等與技術黑箱，促使政策設

計者與研究者轉向透明度作為強化治理正當性與提升公共信任的關鍵策略。透明度

（Transparency）常被視為「促進問責、提升合法性、強化信任」的三位一體工具

（Hood, 2006）；根據學者 Bovens（2007）所提的「公共問責倫理」概念，透明度應

與解釋義務、救濟程序與使用者參與機制並存，否則資訊再多也不具備實質意義。

Meijer（2014）即指出，數位時代的透明度不再僅是政府對公民的單向資訊揭露，而

是多方行動者之間動態資訊互動的制度實踐，牽涉到技術中介、資訊可見性與治理架

構的相互建構。他認為透明度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協商過程，而非中立工具，因此其制

度設計必須納入問責性、可參與性與公平性等民主治理原則。

Ziewitz（2016）則是從科技社會學視角指出，透明度規範逐漸內嵌於平台演算法

治理中，無論是內容推薦、帳號處置或言論審查，平台都需面對「被解釋」與「可解

釋」的壓力。這種透明度壓力反映出平台不再只是資訊管道，而是擁有「準治理者」

的地位，需要對其技術決策負責。相對應地，Ananny & Crawford（2018）提出「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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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性透明度」（interpretability transparency）概念，強調單純的資訊揭露不足以實現問

責，關鍵在於能否建立可供外部理解與挑戰的制度語言與參與管道。值得一提的是，

數位治理透明度並非僅限於「揭露」與「報告」形式，其成效高度依賴資訊結構設

計、解釋框架與資料可存取性等因素（Katzenbach & Ulbricht, 2019）。這意味著，透

明度不應僅被理解為技術性任務，更需作為政治性設計與制度性溝通的場域。

關於透明度機制被描述為公共性治理的準原則，Schnackenberg 與 Tomlinson

（2014）認為透明度並非單一維度的概念，有效的透明度應包括三個面向：資訊

的可取得性（disclosure）、資訊的清晰可讀性（clarity）與資訊的理解與解釋能力

（accuracy or interpretability），認為透明度不僅是資訊量的堆疊，更應具備能讓使用

者理解平台邏輯與參與對話的條件，除了將透明度結合資訊揭露、清晰度與可理解性

的制度整合機制之外，更進一步指出，在平台治理中，透明度並非僅透過報告書或數

據庫達成，更重要的是這些資訊是否能夠被外部行動者（如使用者、研究者、監管

機構）理解、使用並據以施加影響。因此，透明度應被視為一種制度化的「中介機

制」，其目的在於促進問責、強化治理正當性、並建立公共信任。

Flyverbom（2016）提出的「可見性治理」概念補足了傳統透明度治理的結構性

侷限，指出透明度本質上是資訊選擇性揭露的過程，是一種權力操作的實踐，涉及

「讓什麼被看見、誰能看見、如何看見」的政治過程。因此，制度化透明度應不只是

公開資訊，更須建構能供公民社會參與與挑戰的平台治理架構。同時也提到透明度並

非自然發生，而是一種有政治意圖的實踐過程，牽涉到「讓什麼被看見、讓誰看見、

以什麼方式看見」。平台之所以選擇揭露某類資訊而非其他類型，往往是出於風險控

管、形象管理或合規需求，而非基於公眾知情權的考量。因此，可見性本身就構成了

數位治理的權力場域：看似透明的制度可能反而掩蓋了更深層的黑箱操作；揭露數據

的同時也製造了「資訊過載」與「選擇性可見」的問題。

此外，Kosters 與 Gstrein（2024）指出透明度應區分為三個層次，透明度定義關

注於「資訊是否被公開揭露」這個基本面向，屬於形式與程序層次的透明度義務，也

就是平台是否履行法律義務，公開其與內容治理、廣告機制與使用條款有關的相關資

訊。第二層的透明度關注的是「揭露的資訊是否清楚易懂、具有可理解性」，即資訊

是否能被一般使用者與公眾有效理解與運用，也就是平台是否以清楚、平易近人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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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與形式，將治理資訊有效傳達給不同的使用者族群。第三層透明度則主張，透明資

訊的揭露應具有情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e），不僅要揭露資訊、讓人懂得，更要

「揭露給正確的人、用正確的方式」。也就是說，平台應考量不同使用者群體的特

性，進行差異化的資訊設計與溝通策略，特別針對青少年、少數族群、弱勢創作者

等，提供其所需之透明度內容。

綜整上述對透明度的界定與延伸，我們可以看出透明度已逐步從一種單向的資

訊揭露義務，超越發展成為多層次、動態性與政治性的治理實踐工具，透明度機制鏈

結了可被課責、可被（一般大眾）理解、以及可被治理（可以看見的管理方式）的精

神實踐。因此，真正有效的透明度，不應僅止於資訊本身的揭露，更需關注被揭露

資訊的「來龍去脈」，包括其被誰掌握、如何被使用、能否引發對話與制度回應等問

題。在數位社群平台日益成為公共討論、社會動員與意見表達的主要空間時，平台內

所有內容、資訊的管理與審查，將不再僅是單純的營運策略或使用者管理問題，而是

直接涉及表意自由與資訊流通權的重大治理議題。尤其是，內容審查是「平台根據政

策、法律要求和文化規範決定和過濾適當內容來塑造資訊交換和使用者活動的過程」

（Kosters & Gstrein, 2024:118），因此透明度在內容審核中變得至關重要。

然而更重要的是，內容審查與言論自由並非處於對立面。相反地，有效透明度的

內容審查可以成為維護表意自由的結構性保障。透過建立審查標準的外部可理解性與

內部可申訴機制，透明度為使用者提供挑戰平台治理決策的正當路徑，使其不再被動

接受審查結果，而能主動參與規範演化。換言之，透明度制度本身即是保障言論自由

的制度裝置，使平台不再是單向的權力施加者，而成為公民社會可對話、可問責的參

與對象。因此，未來數位平台治理的核心，不僅是「要不要審查」，而是「如何透明

地審查」，以及「如何建立回應性與可參與的治理架構」，而這正是透明度作為治理

機制之所以不可或缺的原因所在。

透明度作為問責與治理的具體制度性回應卻少有文獻深入探討透明度機制在實務

上如何運作、其與問責性與信任建構的具體關聯為何，更鮮少結合 DSA 之實踐加以

觀察及剖析借鏡其經驗。Flew, Martin, Suzor, & Dutton（2019）觀察到各國在數位平台

治理上逐漸從「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轉向「共同治理」（co-governance）與

「規範性治理」（normative regulation），其中透明度是促成此種治理轉型的核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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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別是在資訊控制與言論自由的衝突日益顯著的背景下，透明度被視為平衡自由

與管制的重要制度節點。若無透明度機制的輔助，內容審查極可能成為缺乏程序正義

的黑箱決策；反之，若能透過制度化資訊揭露與外部審閱，則可提升審查決策的可預

測性、可挑戰性與正當性。

換言之，數位治理透明度並非僅限於「揭露」與「報告」形式，其成效高度依賴

資訊結構設計、解釋框架與資料可存取性等因素（Katzenbach & Ulbricht, 2019）。這

意味著，透明度不應僅被理解為技術性任務，更需作為政治性設計與制度性溝通的場

域。Helberger, Pierson, & Poell（2021）對歐盟 DSA 草案的評論亦指出，透明度條款

若未賦予外部監督者如研究者與公民社會足夠的數據存取權與參與權，將可能淪為形

式性的合法化工具，而無法真正達成治理的民主化。本文試圖補足此一研究缺口，透

過對歐盟 DSA 透明度制度的觀察，檢視其作為治理橋樑的可能性與侷限性。

參、觀察案例：歐盟 DSA 透明度規範概覽及其實踐情形分析

一、歐盟數位治理的脈絡與架構思維

「治理」（governance）是一種強調多元參與、合作共治的新型態統治方法，指

的是政府、企業、公民社會等不同行動者，基於資源互依的原則，共同解決公共問題

（黃東益，2017）。而數位治理的意涵則是將治理概念延伸至數位領域，隨著科技技

術與數位經濟快速發展，為社會帶來許多改變也衍生出許多新興議題，如資料隱私、

網路安全、數位落差等，數位治理即是國家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法規、標準，確保這

些改變符合公共利益、民主價值。換言之，數位治理是指政府在數位技術和網絡環境

中，如何制定法律、政策與規範，以管理和規範數位平台、網路活動及資料使用，涵

蓋的範疇包括個人隱私的保護、資料安全、網絡平台監管、以及數位經濟的推動（陳

仕弘，2023）。數位治理的目標不僅在於保障數位世界的秩序和公正，還必須促進數

位創新，維護公共利益，確保技術的應用不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DSA 的立法目的與法規制定，凸顯歐盟數位治理的政策顯然是由數位科技趨動力

而起，來鞏固數位經濟發展下數位環境安全性之產物，此法提供了法律框架，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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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透明度和問責制，這對於減少假訊息的傳播至關重要，DSA 是歐盟針對數位平台及

服務提供商所制定的一項重要法規，目的在於加強對數位環境中不當行為的監管，尤

其是要求大型線上平台對其內容進行更嚴格的管理，強調透明度並承擔相應的責任，

這包括對假訊息的識別、報告及處理機制，確保用戶能夠獲得準確的信息。這樣的數

位治理框架強調多方合作，包括政府、私部門及公民社會的參與，以確保假訊息防治

措施的有效性，這種多層次的治理模式有助於建立一個更為透明和負責任的數位生態

系統。

歐盟在數位平台內容管理的規範與策略中，採取了一種與數位平台服務提供者

（企業）共同管理的治理模式，這種模式強調政府、數位平台及社會各界的合作，政

府在此共同治理模式中負責制定政策，以促進數位平台有效執行其企業社會責任，維

護網路資訊的使用安全性，同時也提供了公民社會、學術界及媒體等各方的參與，能

夠提供多元的觀點和建議，幫助政府和數位平台更好地理解假訊息的影響及其傳播機

制，政府不僅是政策的制定者，還是監管者，而數位平台則負有執行和自我監管的責

任，進而建立一個更為透明和負責任的數位環境。

在共同管理的治理模式中，數位平台被賦予了重要的責任和義務。根據歐盟的數

位服務法（DSA），大型數位平台必須建立有效的內容管理機制，主動檢測和應對假

訊息的傳播。這包括設立報告機制，讓用戶能夠輕鬆舉報可疑內容，並要求平台在一

定時間內對這些報告進行處理。此外，平台還需定期向監管機構提交透明度報告，說

明其在假訊息防治方面的努力和成效。然而這樣的治理模式在法規執行的效果上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臨諸多挑戰，特別是數位平台的自我監管能力參差不齊，且在

面對快速變化的假訊息環境時，可能無法及時調整其策略，對於在數位環境的內容審

查與管理的面向，更遭遇來自言論自由的挑戰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以下便針對歐

盟在 DSA 法規制度的機制設計以及執行近一年的落實行動進行探討，並討論其對於

數位治理模式的意涵與挑戰。

二、DSA 透明度規範概覽

2024 年 2 月 17 日，歐盟正式施行 DSA，旨在提升對電子商務指令（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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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規範下的「中介服務提供者」（intermediary services）的審查義務，以保護

消費者，遏止違法內容並維持透明和公平的網路資訊環境。DSA 的實施標誌著歐盟在

數位平台治理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強化了對數位服務提供者的監管和問責。如前所

述，DSA 將數位平台區分為包含提供網路連線服務、快速存取服務、資訊儲存服務、

超大型數位平台（VLOP）、以及提供使用者在網路上可以輸入任何形式（圖、文字

等）關鍵字查詢相關內容資訊的搜尋引擎平台（VLOSE），其中 VLOP 及 VLOSE 是

指每月活躍用戶超過 4,500 萬（相當於歐盟人口的 10%）的數位平台1，並且對前述提

及的各種數位服務類型平台課以累進的義務與責任，包含平台資訊、廣告推薦系統、

演算法等之透明度、危害社會內容的通知刪除下架處置、舉報非法商品與內容等。

DSA 以「橫向」方式適用，涉及消費者保護法、廣告法和違法內容責任等多個

領域，不影響其他歐盟法律對中介服務其他方面的規定，目的即是在於加強數位平台

的責任，特別是打擊虛假資訊和騷擾。該法案要求平台增加透明度，包括發布年度報

告、提供數據給外部研究人員，以及建立內容限制和廣告資料庫。DSA 將數位平台區

分成不同規模類型的數位平台進行監管，並設立罰款機制以促使遵守規定。儘管法案

可能導致內容過度刪除及小型企業面臨挑戰，但其透明度措施為全球網路監管提供了

新模式，促進民主和基本權利的保護，接下來本文將 DSA 對這些平台所必須遵守的

透明度規範，探討目前實踐情形對於經營數位平台的跨國科技企業在數位網路的角色

與義務。

DSA 依據數位平台上的活躍用戶，於 2023 年 4 月指定了 17 個 VLOP 與 2 個

VLOSE，同年又增加 3 個成人內容的 VLOP 平台是 Pornhub、Scripchat、XVideo， 

2024 年的 4 月、5 月、以及 7 月分別在指定了 Temu、Shein、XNXX（如附件一），

共 25 個被納入歐盟 DSA 規範的平台。其次，被指定為 VLOP 與 VLOSE 的平台類型

廣泛，包含具有資訊聚合功能的搜尋平台（Google Search、Bing）、能夠促成買賣雙

方的購物網站（Amazon Store、Google Shopping）、也有不同於購買商品類型的服務

或軟體購買市集平台（Google Play、Booking.com）；當然，更有占了為 VLOP 清單

1.      見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sa-v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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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例高達 50% 以上、擁有高度社會影響力的社群網站平台（Facebook、Instagram、

Snapchat、TikTok 等）2。

根據 DSA，針對數位平台在透明度的機制設計包含兩種數據資料庫、兩類型報

告義務、三項關於營運平台機制：首先，所有中介服務提供者必須每年至少發布一次

內容審核報告，內容涵蓋其審核實踐的具體資訊，例如從司法或行政當局收到的命令

數量、審核措施、刪除內容的數量及其準確性和錯誤率。託管提供者需報告平台接收

的通知數量，而數位平台則須提供庭外糾紛解決資訊及因用戶濫用服務而被暫停的數

量。被指定的 VLOP／VLOSE 必須每六個月發布透明度報告，該報告應包括內容審核

團隊的資格和語言專業知識。

同時，所有數位平台（小微企業除外）必須每六個月更新並公佈其在歐盟的每月

使用戶數量。這項義務自 2023 年 2 月 17 日起生效，對 VLOP／VLOSE 的管理及營

運具有重要意義。歐盟委員會可能會使用其他可得的資訊進行輔助監控。自 2023 年 

8 月底起，VLOP 在刪除或限制用戶內容存取權時，必須向受影響的用戶發送「原因

聲明」（Statement of reasons），闡明每個審核決定的具體原因及依據的法律或服務條

款，這些聲明需清晰且具體。2023 年 9 月 25 日，歐盟委員會啟動了 DSA 透明度資料

庫，即時公開發布原因聲明，供公眾審查。平台在提交這些聲明前需確保不包含個人

資料。當 DSA 於 2024 年 2 月全面生效後，這一義務將適用於所有數位平台。此外，

DSA 要求 VLOP／VLOSE 存取某些數據，以識別和理解歐盟的系統性風險，並評估

風險緩解措施的有效性。這些數據的存取監督 DSA 的合規情況，並支持相關研究。

為此，歐盟委員會正在制定一項授權法案，預計將於 2024 年中期實施。DSA 提供了

一個舉報工具，允許員工及其他內部人員匿名舉報 VLOP／VLOSE 的有害行為，這些

舉報涵蓋內容審核、推薦系統、廣告、風險評估、公民話語及兒童權利等多個領域，

報告形式包括官方報告、備忘錄、電子郵件交換及數據指標等。

為了評估其對 DSA 義務的遵守情況，VLOP 和 VLOSE 必須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獨

立審計，並在收到審計報告後三個月內公佈結果。報告中應詳細列出風險評估結果、

2.      見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2413。



91數位治理的透明度實踐：來自歐盟 DSA 的觀察

資訊社會研究 51 (2026) 79-116

已實施的風險緩解措施及審計實施情況。2023 年 10 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項授權

法案，詳細說明了審計報告的準備和發布框架。DSA 和 P2B 法規的數位服務透明度

資料庫涵蓋了來自 400 多項服務的 790 多個條款和條件，包括商業條款、開發者條

款、服務條款及隱私政策等，該資料庫每天多次自動審查並突出顯示變化，緩解數位

服務中的不透明問題3。其相關機制與規定可見下表一。

3.      見 https://platform-contract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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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DSA 透明度機制

作法 規範內容 適用對象 說明

資料庫 Database

DSA Transparency Database	
•VLOP 刪除或限制內容時，需
提供「原因聲明」解釋審核決
定。
•DSA 透明度資料庫即時收集
並公開發布原因聲明，供大眾
審查。

超大型平台
超大型搜尋平台

2024 年 2 月起，
所有託管服務／
數位平台需提供
原因聲明。

Digital Services Database 
數位服務條款
•DSA 和 P2B 法規的數位服務
透明度資料庫存儲來自 400 多
項服務的條款和條件，提高透
明度。

所有平台
超大型平台
超大型搜尋平台

自願性上傳到開
源資料庫

報告書 Reports

透明度報告 Transparency reports
•所有中介服務提供者每年發
布內容審核報告，內容包括審
核措施、刪除內容數量、系統
錯誤率等。
•VLOP／VLOSE 每半年發布
一次透明度報告，並包含內容
審核團隊資訊。

所有平台
超大型平台
超大型搜尋平台

所有中介服務平
台每年、超大型
平台／搜尋平台
為每 6 個月；於
2024 年 11 月提
供提交透明度資
料的報告範本及
數據格式

審計報告 Audit reports
•VLOP／VLOSE 每年至少接
受一次獨立審計，並在三個月
內公布審計報告。

超大型平台
超大型搜尋平台 每年至少一次

機制 mechanism

公布平台月平均活躍用戶數
•除小微企業外，所有數位平
台提供者公布歐盟每月用戶數
量。

所有平台
超大型平台
超大型搜尋平台

每 6 個月更新一
次

數位調解員 DSC
•VLOP／VLOSE 需提供特定
數據，以便發現、識別和理解
歐盟系統性風險。

超大型平台
超大型搜尋平台

提供數位調解員
或研究員對平台
經營數據的需求

吹哨者舉報（Whistle blower 
tool）
•DSA 舉報工具允許匿名舉報 
VLOP／VLOSE 的有害做法。

超大型平台
超大型搜尋平台

歐盟委員會正在
制定授權法案，
預計 2024 年中
期實施。

 資料來源：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sa-brings-transparency，
                    筆者自行彙整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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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SA 透明度實踐：DSA-TDB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數位資訊社會的資料大量增長，透明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

可能性和直接性，由此可知透明度往往被理解為公開資訊以促進開放、問責和建立信

任的過程，而有助於數位平台管理品質，DSA 對於數位平台除了透明度報告以及用

戶數量變化的平台使用資訊外，其中最引發關注的是依據 DSA 第 15 條第 4 款以及第 

27 條之規定，數位平台還要提供自身擁有之平台有關內容審核決策的資料，作為檢視

平台透明度的公開資訊，當然也包含了 VLOP 及 VLOSE，提交的內容包含內容審核

資訊之情形、涉嫌非法內容和可信任舉報者提交的通知行動和所需時間、以及即時向

委員會提交根據第 17 條作出的決定及理由說明（不包含個人資料）等，並以機器可

讀且易於取得的方式公開其內容審核活動的報告提交至歐盟，以提高數位平台的透明

度，確保其內容審核過程公開且可檢驗，促進公正性和透明度。

歐盟為此推出透明度資料庫 DSA-TDB，其目的在於提高數位平台營運的透明

度，特別是在內容審核方面，DSA-TDB 於 2023 年 9 月啟動，作為一個可公開存取的

數據庫，即平台必須針對每項內容提交審核的詳細原因及說明 SoR，這些 SoR 包括平

台採取的審核措施的詳細描述，例如內容刪除、覆蓋範圍限制或帳戶暫停；每個 SoR 

必須指定所審核內容的類型、該行動的法律或政策依據，以及在做出決策時是否使用

自動化系統。此外，SoR 必須表明內容是否被視為非法或僅違反了平台的條款和條件4。

DSA-TDB 採取資料庫（符合機器可讀性）形式目的在以標準化，便於提供公眾

查詢並理解平台在數位治理上的決策措，截至目前，DSA-TDB 由 VLOP 及 VLOSE 必

須每天及時上傳為其平台進行內容審核之決策行為，目前已累積近 30 億筆來自各家

數位平台提交之資訊，更進一步的提供關於數據資料庫最近 30 天內的資訊儀表板5，

為監控和分析內容審核實踐提供了獨特且有價值的資源，DSA-TDB 允許使用者、監

管機構和研究人員存取和分析這些 SoR，為這些平台的決策過程提供見解。同時於去

（2024）年 2 月全面適用其他數位平台（即非 VLOP／VLOSE 亦必須上傳相關資料至

平台資料庫之中）。

4.     見 https://transparency.dsa.ec.europa.eu/data-download 。

5.      https://transparency.dsa.ec.europa.eu/dashboard。網頁造訪時間：2025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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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TDB 創設作為治理數位平台的透明度機制，也算是一個創新且具有試驗性

質的方法和措施，SoR 則是提供平台對於各自內容審查機制，提供外界可觀察之資

訊，此資料庫提供了由平台視角提供豐富資料，藉以觀察與研究平台透明度實踐情

形，來確保理解平台內容審查的真實狀態。從 DSA-TDB 近 30 天的資料趨勢來看，目

前已提報 SoR 數量最多的平台是 Google Shopping，提交 SoR 比例佔全部的 78.27%，

其次是 9.65% 的社群平台 Tiktok，第三則是是全球最長時間、也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平

台 Facebook 佔了 3.028%，第四則是回到購物網站的 AliExpress 佔 3.026%，提交數

量第五的平台分別是社群平台 Pinterest，其餘如 Amazon Store、Instagram 等平台則

佔比均不到 1%，意即主要以媒合買賣交易雙方的購物平台，在各家數位平台的內容

審核管理作為中具強烈積極的資訊揭露，其次關注的焦點是則是社群媒體平台，除了 

TikTok、Meta 之外，像是 Pinterest、Instagram、YouTube 等。

圖一：歐盟境內數位平台內容審查近 30 天狀況

資料來源：DSA-TDB 資料庫儀表板，https://transparency.DSA.ec.europa.eu/  
                    dashboard，造訪網站日期為 2025 年 4 月 3 日，由作者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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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數位平台內違反內容審查之樣態

資料來源：DSA-TDB 資料庫儀表板，https://transparency.DSA.ec.europa.eu/  
                    dashboard，筆者重新繪製，網站日期為 2025 年 4 月 3 日。

第二，關於 SoR 違反平台的樣態為平台服務內的範圍（scope of platform 

service），比例高達近九成，接著是不法及有害言論（illegal or harmful speech）占了

4.22%、不安全和違法產品（unsafe and／or illegal products）佔了 2.56%、淫穢或色

情內容（pornography or sexualized content），若扣除占比最高的平台服務範疇內的

SoR，有關色情、不法及有害的內容佔了七成（71.5%）比例，惟在資料庫中未說明

提交 SoR 的數據中，違反內容審查類別「平台服務內的範圍」所指何謂，由數位平台

的提供的服務類型有所差異，各家數位或社群平台企業內容審核的規則與平台政策各

異，在數據解讀上容易產生落差與不同，此亦透露數位平台在內容審核仍存在著不透

明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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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數位平台內違反內容審查之限制與處置類型

資料來源：截圖自 DSA-TDB 資料庫儀表板，https://transparency.DSA. 
                    ec.europa.eu/dashboard，造訪網站日期為 2025 年 4 月 3 日。

更進一步觀察，SoR 當中對於內容審查後的處置方式，大多以降低使用者的可見

性且禁止帳號（Visibility+Account）的原則性處置為主，工具和手段包含降低有害內

容的接觸與瀏覽、移除內容、其他限制內容之方式、搭配停止帳號的方式處理，至於

平台如何判斷甚麼樣的內容要採取甚麼樣的限制手段，則依各平台的各自內容審查條

款界定，從 DSA-TDB 的數據則無從得知，因此若平台未設有實質相關的申訴或救濟

管道，確實有壓縮言論自由的疑慮，其次，平台對於不適當之言論內容採取阻隔、排

序遞延降低使用者看到的機率，而未考慮發布言論的使用者是否為人頭帳戶或虛假帳

戶，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風潮興起，由假帳號散布未經求證之訊息的成本大幅降低，

對於維護網路安全與資訊正確性，限制不當言論的處置方式似乎過於單一；最後此處

置方式為限制個人在網路空間發言之權利，應有更多「透明」的判斷依據與標準，而

做不同情況的條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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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數位平台內容審查偵測與決策之機制措施

資料來源：截圖自 DSA-TDB 資料庫儀表板，https://transparency.DSA.
                    ec.europa.eu/dashboard，造訪網站日期為 2025 年 4 月 3 日。

對於內容審查的資訊來源，在 SoR 的提交資訊中，內容審查的類型最多的是關於

產品相關的資訊，並且資訊來源絕大多數是平台自己自願性偵測或發現的，由平台自

己主動偵測的內容審核大多是因為內容不適當不符合平台服務提供的條款與規則，而

在非法地內容方面，有超過 5 成是平台主動查察，當然也有透過人工審核進行處理而

通知平台處理的內容審核（佔 20% 左右），透過其他方式通知平台進行內容審核的比

例則大約一成二的比例，至於透過檢舉、或吹哨者機制的比例則是少之又少。

最後，是關於平台如何發現不適當內容，針對內容審核的偵測與決策，採取全部

自動偵測與自動決策的比例佔了 53.95%，而非自動化偵測及決策（偵測和決策權人

工）有 54.22%；而自動偵測人工決策的比例 41.35%，人工偵測自動化決策的比例則

高達 41.54%，人工偵測自動決策的比例只有 4.67%；亦即在偵測網路內容採取自動化

的比例多數選擇在審核的決策作為上以人工的方式處理；而偵測採取人工偵測的內容

審查多數會在審核的決策作為也採取人工的方式（全人工）的方式處理，換句話說，

平台大多選擇在內容審查的初步偵測採取自動化，而後續採取自動化或部分自動化的

方式方式進行平台內容審核。採取內容審查的機制影響著數位治理中的課責性，即是

平台對於有害內容或資訊的注意義務，然而不清楚數位平台中採取自動化偵測與決策

的程度與篩選依據如何，讓資訊揭露的同時也隱藏著實踐透明度原則不足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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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DSA下的透明度資料庫（DSA-TDB）是數位治理的一項創新舉措，

其目的之一在於提升數位平台在內容審核中的透明度。自 2023 年 9 月啟動以來，該

資料庫已成為公眾、研究者及監管機構監控和分析平台透明度實踐的重要資源。截至

目前，DSA-TDB 累積了超過 50 億筆資料，其中 SoR 進一步詳細記錄了相關行動的

法律或政策依據，並標明內容是否違反法律或僅違反平台規則。然而，從數據看，

目前 SoR 的主要提交者集中於購物平台（如 Google Shopping）及社交媒體平台（如

Facebook）。這反映了不同類型平台在透明度實踐中的參與程度差異，並可能揭示了

各平台在政策實施上的重點與挑戰。尤其是如何平衡內容審查與言論自由，平台透明

度顯得更為關鍵。例如透明度資料庫未詳細說明自動化技術的篩選依據及其準確性，

這引發了關於自動化審查的問責性和可靠性問題。此外，平台對吹哨者舉報和獨立審

計的支持性措施實施程度仍待加強，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DSA 的透明度要求。未

來，如何更清晰地呈現自動化審查與人工審查的交互作用，將是提升透明度的重要課題。

四、小結

根據 DSA-TDB 公開儀表板、近 30 天平台上傳的數據資料為例，數位平台以 

Google 集團的 Google Shopping 為提交 SoR 最多的平台，然以社群平台而言，如

TikTok、Facebook、Pinterest 與 Instagram 的數量也不少，例如 TikTok，其在三個月

內上傳超過 1 億筆以上之內容審核處理紀錄，並且從其提交之數據得知內容審查之方

式，主要由演算法偵測不適當內容的比例為大宗，而以自動透過降低不適宜內容內容

可見性作為限制手段，難以保證不會有錯判或誤判之可能性。其次，相對地，一些中

小型平台或特定語言區平台（如 Snapchat、Reddit 等）揭露筆數明顯偏低，甚至僅有

數百筆紀錄。這顯示出平台在資源與合規能力上的落差影響透明度義務的實施。大型

平台能夠建立自動化回報系統進行資料上傳，而中小平台則可能因技術與人力限制而

無法完整揭露，形塑出一種「不對稱的透明度」。

再則，在「如何審查自動化 vs. 人工審查揭露比例，DSA-TDB 允許平台註記每

筆內容處理紀錄是由人工、自動化（或 AI 演算法）、或兩者混合完成。觀察結果顯

示，大多數平台的內容審查主要仍仰賴自動化系統。但平台多未詳細說明自動化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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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與風險控制機制。這導致使用者與外部監督者雖「看見」了決策結果，卻無法理

解其「如何產生」，產生資訊可見但不可解釋的「半透明」治理狀態。第三，內容處

置類型與違規分類的揭露結構，就處置類型而言，TikTok、YouTube 等平台以「降低

可見性」（e.g., shadowban）為主要手段，其次為內容移除與帳號停權；而 Facebook 

則相對傾向直接刪除內容。內容分類方面，多數平台將處置理由歸類為「仇恨言

論」、「裸露與性內容」、「錯誤資訊」與「仇恨行為」。然而，在這些分類之下，

平台是否提供充足定義與具體範例落差甚大。例如，某些平台對「錯誤資訊」的界定

過於寬泛，且未揭示使用何種外部資料庫或事實查核機制作為依據，導致審查標準缺

乏一致性與可預測性。

最後比對各家數位平台提交予歐盟的透明度報告發現，在揭露違規處理的資料透

明度上存在顯著差異。例如 Google 雖有大量內容數據與分項說明，但偏重於政策分

類與技術工具運作細節，對於「每個違規類型具體移除量」則以範例呈現為主，未涵

蓋完整數據；相較之下，Facebook 的報告極具量化導向，不僅列出具體違規分類及

件數，還細分自動與人工處理比例，甚至公開 Marketplace 與廣告違規行為的詳細統

計，呈現高度資料透明與治理細節。TikTok 則介於兩者之間，強調處理流程與違規分

類，但整體揭露仍偏向定性敘述，統計資料亦較為簡化。例如僅揭露部分違規類別的

移除比例，並未細分不同治理工具或對應的受影響帳號數，反映出平台治理報告仍處

於制度化初期，尚未達到 DSA 所倡議之「監管可驗證性」程度。

此外，各數位平台的治理重點與內容風險焦點，因服務形態與使用者族群而有所

差異。Google 多處理涉及搜尋、影音平台（YouTube）的資訊問題，因此其違規內容

以「誤導性資訊」、「仇恨言論」、「選舉干預」為主；Facebook 則因含括社群網

路、Marketplace 及廣告等功能，違規範圍更為廣泛，涵蓋「廣告詐欺」、「仇恨言

論」、「兒童剝削」、「垃圾訊息」與「未經授權銷售」等；TikTok 作為影音短片

平台，則特別強調「青少年安全」、「裸露與性暗示」、「心理健康」、「仇恨與暴

力內容」等。而如前述文獻探討中所提，透明度應包含揭露、清晰度與可解釋性三要

素。然而 DSA-TDB 雖大量揭露資訊，但多數資料格式仍偏向平台內部術語與技術性

欄位，缺乏與公民社會對話的中介語言。尤其是自動化處理部分，使用者與外部機構

難以理解審查判斷的依據，產生「看得到結果、看不到邏輯」的透明性落差。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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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台揭露筆數與內容結構可看出，大型平台有更高的合規能力與揭露密度，而中小

型平台則容易落入「低揭露風險區」。這種揭露義務的不對稱，形塑出一種階層化的

透明度體系，也使整體治理效果集中於少數 VLOPs，無法全面提升整體平台治理水

準。DSA 雖提升了平台行為的可見性，但可見的對象、資訊的組織方式與解釋權仍高

度集中於平台與歐盟官方手中。若無外部參與機制（如研究存取 API、用戶申訴對接

機制、第三方審查制度）作為補充，透明度最終仍可能淪為「治理的視覺展示」，未

能真正打開治理的民主性與可討論性。

整體而言，DSA-TDB 作為全球首見的數位審查透明資料庫，確實為內容治理建

立了新的制度實驗場域，也為外部監督提供了前所未見的資訊基礎。然而，這樣的透

明度機制仍面臨資訊解釋不足、參與渠道不明、以及制度落實不均等問題，顯示出透

明度在制度設計與可見性管理之間的持續張力，也暗示著真正有效的數位治理，不僅

是讓資訊「被看見」，更需讓治理邏輯「被理解」。

肆、 討論：DSA 透明度機制對台灣的借鏡與啟示

一、DSA 透明度機制與內容審查

DSA 當時立法的背景與目的，即是在尋求歐盟在新興數位科技日新月異下，對於

數位資訊社會提供一致性數位治理藍圖，然而各家社群平台履行 DSA 規定義務仍存

在著許多不一致，似乎導致了更多實踐內容審查透明度的破碎化。透明度概念與實踐

工作涉及複雜的理解與操作，而其作為一種管理工具，涉及選擇性地披露資訊以及權

力的運作，透明度工作總是伴隨著選擇、方向性和解釋，決定誰可以看到什麼以及如

何看到，從而對社會控制產生深遠影響（Flyverbom, 2016：111），換言之，透明度原

則是為了實踐可預見性，建立一個清晰且可預測的環境，使各方能夠掌握信息，進而

預測和理解潛在的風險與挑戰，這種可預見性有助於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管理措施，進

而在面對風險時，能夠迅速採取應對策略。

歐盟的 DSA 嘗試透過一套可量化、可監督、可評估的平台責任架構，回應過去

平台治理長期「自我規範、自我監督」導致的資訊不透明問題。其對平台設計審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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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義務、建立透明度資料庫、提供研究人員資料存取管道的制度要求，不僅奠定了公

共利益導向的治理邏輯，也提升了平台治理資訊的民主可及性。這些設計呼應對於透

明度的概念甚至是「操作化定義」，主張透明度不應僅是單向揭露，而是建立公民、

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資訊協作制度。然而，這種制度性透明雖然在結構層面初

具雛形，卻在實務操作上仍存諸多不足。DSA 實施至今所達成的透明度仍主要停留

在「第一層透明度」即資訊的揭露層次（Kosters & Gstrein, 2024），對於資訊的可理

解性與可應用性未建立相應標準，也未能對不同使用者族群的知情需求提供差異化設

計。換言之，目前所見的透明度報告多以法律語言與抽象數據呈現，缺乏具體脈絡與

實際案例說明，導致公眾、媒體或學術機構雖然取得資訊，卻無法有效解讀與使用，

限制了透明制度作為公共問責與可見性管理、甚或溝通參與的功能。

內容審核（content moderation）是指數位平台採取的措施，以確保其託管的內容

和行為符合平台自訂的標準和指南，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目前常見內容審查的干預措

施主要包括刪除內容、限制或降低其可見性、向用戶顯示警告訊息或附加警告標籤，

甚至罰錢錢獎勵等多種形式（Trujillo, Fagni, & Cresci, 2024），社群平台透過演算法進

行數位內容審查的機制，具有審查效率優勢也存在偏見、歧視的挑戰，透明度作為內

容審查與言論自由的交匯，究竟應該由誰來「管理」網路內容呢？學者 Blasio 等人在

探討歐洲國家如何應對社交平台應對假新聞和虛假資訊所需承擔的責任時，依據以國

家為中心到最以市場為中心的的四種不同責任模式：由法律設定的責任、共同決定的

責任、規範的自我監管以及純粹的自我監管，不同模式涉及政府、數位社群平台、以

及公眾之間的關係與互動（De Blasio & Selva, 2021），例如以國家主導監管，並強調

透明度（德國、法國）的法律設定責任模式，普遍的存在著國家控制和透明度問題，

並使用結合人工及技術之資源進行判斷，透明度確保公眾機構（政府和議會）可以監

督社交平台在多大程度上保護公共辯論的完整性。而如共同決策問責制則是在保護社

交平台上的言論自由免受政府當局不當干預，藉由讓市場參與者參與討論和共同制定

相關措施來直接解決數位社群平台的治理議題，其他如自我監管的模式則則是指由社

群平台分別進行自我監管以及單純的自律為主（何吉森，2023）。

網路空間作為公共論壇的概念，源於公共論壇理論的核心思想。根據此概念，國

家有義務提供部分公共場域，讓社會大眾能夠自由表達意見，特別是為了確保資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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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群體也能夠發聲。這不僅是為了促進公平競爭，也促進言論的交流和聆聽，使不

同意見能夠在公眾之6。言論自由的保障，透過公共論壇的建設，得以更有效地落實，

因此任何涉及內容的限制應接受嚴格的審查，非內容的限制也應謹慎設計。然而，在

網路世界中，大部分的基礎設施如社交平台，是由私人企業所控制的，這使得政府無

法直接提供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論壇。但公共論壇在保障言論自由方面的關鍵作用，依

然適用於網路環境（許育典、李霽恆，2023）。大型社交網路平台具有開放性，並且

已成為意見交流的主要空間，因此這些平台可以被視為網路世界中的公共論壇。這與

現實世界中的公園或街道類似，這些空間傳統上被視為公共論壇，用來促進自由討論

和集會。

申言之，在實際權責配置上，歐盟並未真正掌握對社群平台進行即時或實質性干

預的能力。DSA 的制度設計依賴平台主動揭露資訊並自行維護其言論治理架構，使歐

盟處於「有責而無權」的結構困境：身為跨國區域治理者，歐盟負有保障言論自由、

公平競爭與資訊安全的責任，但其對平台行使內容審查權的實質監督卻高度仰賴平台

自我揭露與報告，形成政策施力有限的情況。相對地，平台雖具有「有權」的內容治

理權能，卻在制度上僅須負擔形式化的資訊揭露義務，不需直接對其內容治理行為負

完全法律責任或違憲審查，造成治理權責的結構性失衡。

這種權責失衡最明顯地體現在平台擁有高度裁量空間的情境下，社群平台可依據

自訂社群準則與使用者條款，任意決定某則言論是否應被下架、標示、限流或封鎖帳

號，甚至演算法所呈現的內容排序亦可能影響使用者接觸資訊的範圍。然而，在缺乏

外部審查機制與強制法律責任的情況下，平台往往不需對個別審查決策說明其依據與

程序，也不承擔違反言論自由的法律風險。這使得歐盟雖訂立監管框架，卻無法真正

對平台權限施加實質約束，反而讓平台以合規之名實現權力擴張，成為影響公共言論

的事實審查者，甚至可能擁有比政府更大的資訊控制力。

6.      支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援引了 1946 年美國最高法院的 Marsh v. Alabama 案例，該案中私人
業行使了類似於政府的職權，因此被認為應遵循公共論壇的原則。大型社交平台作為網路
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也應具備相似的責任，提供一個開放的言論空間，讓公眾能夠進行自
由的意見表達和交流。這樣的平台不僅是技術性的工具，更應承擔促進公共討論的社會功
能，確保言論自由在數位空間中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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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若缺乏第二與第三層透明度的實作，如資訊的可理解性與情境敏感

性，則公眾難以真正理解平台如何行使審查決策、是否存在審查偏誤或壓抑少數聲音

的情況。Flyverbom（2016）指出，資訊揭露本身即是一種權力配置的過程，平台可

透過選擇性透明製造資訊過載、模糊審查依據或模擬治理問責的表象，進一步掩蓋其

實質不透明。此種現象顯示，當平台實際擁有內容治理權力卻不須對其行使方式承擔

社會、法律與民主責任時，即便在 DSA 制度框架下，平台治理仍處於資訊不對等、

監督機制薄弱的失衡狀態，對言論自由與公共討論形成潛在威脅。

二、臺灣與歐盟數位治理與言論自由保障的框架差異

因此在借鏡 DSA 經驗時，必須謹慎評估不同數位治理框架與文化下，透明度機

制在言論自由與內容審查之間的衡平、權利的保障強度、以及實踐條件的差異。歐盟

制定 DSA 根本上是回應當代數位經濟中平台壟斷、資訊不對等與用戶權利弱化等制

度性問題，並以此作為數位治理的新基石。以用戶權利保護與透明度揭露為重心，強

化平台義務並要求提供風險評估、演算法解釋、與廣告透明等制度設計。採取「功能

導向」而非「產業導向」的監管邏輯，打破過去單純針對特定業種的規範方式，而是

根據平台實際角色與規模設定義務層級，具備高度制度創新性，並重新定位數位平台

在經濟與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鍾敏玲，2021）。DSA 強調演算法與廣告透明、風險

治理與使用者參與等多元義務，呼應當前全球對科技倫理、假訊息與平台責任的討論

（洪德欽、劉真妤，2023）。

反觀我國，雖然政府曾表示將持續推動數位治理專法的立法工作，實則多年來

仍無具體進展，造成目前臺灣在數位治理制度上面臨「無母法可依」的困境。臺灣對

數位治理的系統性規劃始於 2017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提出的《數位通訊

傳播法草案》7，2022 年後更名後改提出《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數中法）8，該法

案原意在回應數位匯流與網際網路發展所帶來的新興挑戰，試圖建立一套涵蓋數位媒

7.     見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041/3861_37260_170418_1.pdf。

8.     見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2081/5542_47882_220811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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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電信服務與平台中介角色的綜合性法律架構，並賦予政府調整媒體結構與數位平

台責任的制度工具。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賦予平台使用者資訊接取權與申訴救濟機

制，針對網路服務業者訂定免責條款的適用條件，並對中介者角色、假訊息傳播等制

定應對機制。然而，自草案公布以來，卻因各界對其涉及言論自由可能限縮、公權力

過度介入網路空間的疑慮而遲遲未能通過立法程序。至今，《數位中介服務法》依然

處於法案研擬與修正階段，反映出臺灣在面對數位治理制度建構時，似乎仍欠缺跨部

門整合的共識與民意基礎的支持。

與歐盟 DSA 建構明確的透明度義務、信任舉報人制度及平台責任架構相比，臺

灣的法律體系尚未建構出一套針對中介者的治理機制。在這樣的法律真空下，政府雖

然仍能以行政手段要求平台合作，但無法從制度上落實公共性、透明性與問責性等核

心原則，對數位公共空間形成潛在風險。《數位中介服務法》原應作為統整傳播、隱

私與平台責任之基礎法典，卻因政治敏感與多方爭議而陷入擱置，導致數位治理仍呈

現多頭馬車、碎片化治理的局面。再則，DSA 旨在促進平台透明與問責，法案實施

後，促使平台必須主動回應歐盟法規的合規要求，轉變過去自律消極的治理框架，包

含要求 VLOPs（如 Meta、Google、TikTok 等）發布透明度報告、廣告資料庫與內容

管理政策，並開放研究人員取得演算法與內容治理相關資料，以加強公共監督與研究

責任等，此與臺灣仍停留在政策倡議與行政協調階段，尚未形成具法源依據與程序正

義的治理體系，也讓使用者、平台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缺乏清晰的規則可循。

此外，歐盟 DSA 針對數位平台監管，目前除了是設立透明度與問責制度義務最

具代表性的立法之外，更持續強化網路安全之指引、準則、相關措施等，堆砌言論自

由作為民主社會的基石。包含 DSA 要求平台對「非法內容」與「系統性風險」作出

反應，仍強調審查應符合比例原則，並受限於法律授權與明確定義，避免平台或政府

因言論內容不合時宜或引發不悅即進行打壓；以及鼓勵建立多元可信資訊來源、提升

媒體識讀與資訊素養，而非直接由政府下令移除爭議性內容等，反映出歐盟試圖在言

論自由與公共資訊可信度之間取得動態且民主的平衡（洪德欽、劉真妤，2023）。歐

盟強調媒體與平台在內容治理中的自律與專業倫理，並提出「查證義務」、「資訊透

明」與「責任承擔」作為核心原則。根據國際記者協會提出的新聞倫理規範，媒體

及資訊傳播者應「主動查證資訊來源，避免扭曲事實，並於發現錯誤後公開更正或說

明」（陳淳文，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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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言論自由之基本權利方面，歐盟一貫堅持將之視為歐洲核心價值之一，並透

過一系列憲法性法律加以保障與界定。根據《歐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第 2 條9、《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1 條10 以及《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第 10 條11 的規定，言論自由不僅是每一位歐盟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更是

歐盟法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民主原則。例如在 MTE and Index.hu Zrt v. Hungary（2016）12 

對平台責任的討論，該案中兩個新聞網站因其用戶留言中包含批評某企業的語言，而

遭法院判決需負誹謗責任。MTE 與 Index 主張，他們僅提供留言平台，並不應對用戶

發言負法律責任。ECtHR 最終判決匈牙利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言論自由條

款，強調媒體平台應享有足夠空間，容許多元言論的自由流通。法院認為平台若有適

當的舉報與移除機制，便不應被認定為「內容控制者」。此案的重要性在於，它釐清

了平台是否應對用戶生成內容（UGC）負法律責任，端視其是否扮演編輯與審查角色。

然而，歐盟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並非毫無限制，而是依循嚴格的法律與比例原則

進行規範。根據《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52 條第 1 項13，若需限制此項權利，必須

具備法律依據，且不得侵害其本質核心，亦須符合比例原則，確保限制手段具備必要

性，並嚴格對應歐盟認定的公共利益目標，同時兼顧對其他基本權利的保護。對此，

歐盟法院（EUCJ）明確指出，言論自由的保障不應僅限於中性或支持政府的表達，

同樣涵蓋批評、異議、甚至對政府及公共政策帶有挑釁、冒犯性或具爭議性的言論。

這種廣泛的保護範圍正體現了歐盟對民主社會應有之開放、多元與包容精神的堅持。

儘管如此，歐盟也明確劃出言論自由的界限，對於涉及暴力煽動、仇恨言論或排外

（xenophobia）等內容，並不納入保護範疇。因此，歐盟法院對於言論自由與限制之

間的界定，不僅為歐洲民主制度提供法理依據，同時也成為歐盟在制定或執行假訊息

防治政策時，用以判斷何種表達應予保障或限制的重要參照標準（洪德欽、劉真妤，2023）。

對照臺灣，憲法第 11 條明確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

9.       見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eut/teu/article/2。

10.  見 https://fra.europa.eu/en/eu-charter/article/11-freedom-expression-and-information。

11.  見 https://www.equalityhumanrights.com/human-rights/human-rights-act/article-10-freedom-expression。

12.  見 https://hudoc.echr.coe.int/eng?i=002-10868。

13.  見 https://fra.europa.eu/en/eu-charter/article/52-scope-and-interpretation-rights-and-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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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4 該條文作為憲法明文保障之基本權利，其目的在於確保人民能在民主體制下

自由表達意見、進行公共討論，並成為社會監督與民主運作的重要機制。憲法法庭長

期以來皆將言論自由視為憲政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保護對象不僅限於文字或語言

的發表，也涵蓋透過各種形式（包括數位平台、社群媒體）所表達之思想與意見。即

使在網路匿名性與擴散力劇增的背景下，憲法第 11 條的保障仍應原則上適用。惟實

務上，當言論涉及不實資訊、誹謗、煽動仇恨或其他潛在危害時，保障的範圍是否與

限制的界線必須依比例原則進行調整。釋字第 509 號解釋針對誹謗罪進行具體合憲性

審查，肯認若言論內容屬實，則即使對他人名譽造成傷害，亦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該解釋進一步指出，即便無法舉證內容屬實，但若行為人基於所掌握資料，有相當理

由確信其言論為真實者，也不得加以處罰15。

釋字第 445 號解釋明確指出，國家得基於「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目

的，對言論自由加以限制。此解釋代表我國憲法在保障基本權利之餘，承認在特定危

險情境下，國家可介入進行適度管制。445 號解釋提供了衡量的三大標準：其一，限

制應有法律明文依據；其二，須符合比例原則；其三，限制目的須與公共利益具高度

關聯16。另外，商業言論是否受到憲法保障，一直是言論自由適用範圍中具爭議性的

領域。釋字第 414 號指出，若商業性言論與公共利益、國民健康等關聯密切，國家有

權基於維護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全加以限制，特別是涉及虛假或誤導性資訊者17。相對

地，釋字 577 號18、623 號19 與 734 號20 則進一步補充，即使為商業言論，若其內容具

備促進資訊透明、消費者正確決策之功能，亦應納入憲法保障範疇。例如商品成分標

示、來源揭露、品質聲明等資訊，有助於消費者行使知情權，促進市場運作之健全，

理應享有一定程度之表意自由。這樣的區別顯示我國憲法對於商業言論採取功能性分

析，並非基於其「商業性」本質一律排除保護。

14.     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00001&flno=11。

15.     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aspx?ty=C&CC=D&CNO=509。

16.     見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626。

17.     見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595。

18.     見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758。

19.     見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804。

20.     見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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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我國憲法第 11 條與憲法法庭歷來釋字，包括 509、445、414、577、623 與

734 號解釋等，不難發現臺灣在言論自由制度上具備高度保障性，但也承認其非絕對

性，需視言論內容性質與社會風險程度調整保障強度。總體而言，我國言論自由保障

範疇可分為三類：第一，與政治意見、社會批評、公民參與相關之言論，享有最嚴格

之憲法保障；第二，屬商業性但具公益性功能之言論，雖可受規範，但須以維護資訊

透明與消費者保護為基礎；第三，涉及暴力煽動、虛假資訊、誹謗攻擊之言論，則可

能在符合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下，限縮其保障。

相較於歐洲人權法院（ECtHR）則一再強調言論自由保障不應限於中性或支持政

府的意見，而是特別應保護批評政府、具有爭議性、甚至可能冒犯、刺激或干擾社會

的言論，這些才是民主社會多元開放的根本。歐洲法院在判決中強調，只有當言論引

發實質的危害（如仇恨煽動、暴力鼓吹）時，方能正當限制，而非單憑其爭議性或不

受歡迎而加以處罰。歐盟的保障邏輯更強調「表意自由的公共性功能」，而臺灣則較

多從個案的真實性、主觀信賴與損害程度來決定言論是否可受保護。

加上臺灣目前數位平台的規範尚未有完整專法，平台治理機制多仰賴民間自律、

行政指導或以現行刑法、社維法等間接處理。而歐盟則已透過 DSA 建構出完整的平

台治理架構，不僅將平台依規模與影響力區分義務層次，並強調透明度、申訴機制、

第三方查核、外部研究存取等「問責性措施」。此外，歐盟制度積極納入公民社會與

多方利害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的參與，強調民主程序與資訊治理的透明化與可

審查性。臺灣在政策討論與立法過程中，公民參與度仍偏低，平台多數仍未揭露其內

容審查標準與演算法機制。若欲提升臺灣言論自由的制度韌性，未來勢必要參考歐盟

經驗，強化制度化的問責設計與平台的公共責任角色。然而如前所述，若台灣欲參考 

DSA 建立透明度導向的數位治理制度，不僅需強化資訊揭露與審查程序的制度化設

計，更需檢視現行數位治理框架以及法律權利保障雙重考量下，政府、公民與平台之

間權責如何配置，以避免「有責無權」與「有權無責」的失衡困境，並進一步落實兼

具言論自由保障與公共安全維護的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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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以透明度機制形塑數位治理的正當性與問責性之可能性（代結
語）

DSA 的實踐展現了在全球化數位平台運營環境下，推動區域性法律框架的有效

性，即便數位平台跨越多個司法管轄區，各國仍可根據區域特定需求，建立透明度機

制以促進數位治理。歐盟的經驗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在保障言論自由與確保責任追究方

面的數位治理範例，具有廣泛的啟示與應用價值。在台灣，跨國大型數位平台的市場

優勢使得數位治理的不足或過度，均可能對創新與技術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本研究透

過分析歐盟 DSA 的透明度原則及相關法規實踐文件，探討其在制定與實施一年多以

來數位平台及內容審查治理的影響，並觀察數位經濟中數位網路空間的透明度實踐的

複雜性，進一步借鑑歐盟 DSA 數位透明度機制治理的經驗，為台灣的數位網路政策

提供建議與參考。

今（2025）年初 Meta 宣佈調整平台內容審查政策，將其治理平台的機制將從技

術審查轉向社群參與（TechPolicy Press, 2025），反映 Meta 不僅是「資訊整理者／過

濾者」，亦呼應傳統守門人理論中強調的「誰決定哪些資訊能流通」（Shoemaker & 

Vos, 2009; Napoli, 2015; Gillespie, 2018）；在形式上鬆動了守門權力，實際上仍維持平

台對審查議題與決策範圍的主導，凸顯私人企業作為「準公共論壇」的雙重性：自稱

言論自由的保障者，又持續掌控資訊流通與公共議程的形成。Meta 的政策調整雖強調

「開放」與「回歸使用者判斷」，但仍缺乏外部驗證與制度化揭露義務，其透明度仍

屬「自我揭露」而非「被課責」，此種「自我鬆綁式透明度」揭示了平台治理的結構

性悖論：當平台主動擴張言論自由的名義時，若缺乏可被監督的透明制度，其治理仍

可能淪為以自由之名行私域之實。

與此相對照，歐盟 DSA 試圖以制度化的透明度機制，制衡平台守門權力。透明

度不僅是一種資訊揭露義務，更是一種制度化的公共問責機制，它要求大型平台對外

說明審查依據、決策過程與演算法介入方式，使言論管理不再停留於平台內部的「黑

箱操作」，而轉化為可被社會檢視的治理行為，顯示 DSA 模式對數位治理的啟示真

正的透明，不僅在於放寬審查，更在於建立可解釋、可監督、可問責的制度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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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也關注到透明度機制在數位平台治理中的制度功能與侷限，包含

自動化審查演算法仍可能誤判，導致資訊揭露形式化、因技術與人力限制難以全面揭

露而造成的「不對稱透明度」等等落差情形，儘管如此，此一制度創新仍有助於回應

平台守門人理論所揭示的權力不對稱問題，即私人平台掌握資訊流通與公共輿論之閘

門，在缺乏監督下容易導致言論自由受限與公共信任流失。此乃顯示透明度義務與言

論自由保障之間的微妙平衡關係，透明度機制的設計初衷是促進責任追究與公共利益

保障，然而若未謹慎操作，透明度要求本身亦可能成為限制言論自由的新風險。資訊

揭露與內容審查透明化，若未同步提升資訊理解與公共參與的可行性，可能使審查標

準模糊化，反而對言論自由構成隱性壓力。

台灣過去《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討論中，即因涉及過度要求平台對用戶內容

事前監控與後續處理責任，引發對言論自由的疑慮與爭議。借鑑 DSA 經驗，未來台

灣在設計數位治理制度時，應避免僅以透明度作為治理目標，而忽視透明資訊如何保

障使用者知情權、參與權與言論自由。必須確保資訊揭露有助於公眾理解數位平台的

內容管理規範與程序，從而在數位治理與基本人權保障間取得合理平衡。而 DSA 的

實踐經驗也提醒我們，須明確區分「程序透明」與「實質問責」之界線，平台雖可依

據規定揭露一定資訊，但若這些資訊對使用者而言過於技術性、難以理解，或未能

促成民主審議與公眾參與，那麼這類透明便淪為象徵性合規，無助於實質上的問責。

DSA 當前的實踐仍偏重於第一層透明度，即單純的資訊揭露，尚未充分考量公眾是否

能理解、解釋並實際使用這些資訊。台灣若要以透明度形塑數位治理的正當性與問責

性，未來在設計相關機制時，必須同時考量資訊的可理解性與可使用性，避免透明度

流於表面化，進而無法真正促成平台行為的改變與制度的健全發展。

其次，歐盟 DSA 的透明度制度在具體實踐上確實面臨諸多挑戰，儘管 DSA 明文

要求平台提交透明度報告，並設置透明度資料庫以提升內容管理可見性，但實際執行

中，資訊揭露的質量與完整性仍高度依賴於平台自身的自願性與執行能力，造成資料

片面、標準不一及內容難以理解等問題。尤其在資源分配上，即使是具備較強組織能

力的大型平台，亦可能出現資訊揭露不一致的情況，而資源相對匱乏的小型平台則更

難以符合相同標準，進一步加劇平台間透明度的落差。這些挑戰揭示了即使在以透明

度為治理核心的制度設計下，如何確保資訊品質與可用性、減少執行落差、提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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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性仍是未來的重要課題。對台灣而言，這樣的經驗提醒我們，在設計數位治理框

架時，必須建立更具彈性且兼顧不同規模平台差異的制度，以避免透明度義務僅對大

型企業有效，卻忽視了中小型平台的能力與負擔。

歐盟 DSA 展現了多層次治理模式的潛力，即通過政府、數位平台企業與公民社

會的協作，推動透明度與內容治理的共治（co-governance），在這樣的治理結構下，

透明度機制扮演了維持言論自由範疇的關鍵角色，當平台能夠完整揭露其內容管理政

策、審查標準、演算法運作方式及使用者申訴機制時，公眾才能夠全面理解平台如何

影響言論的流通與可見度。若揭露內容僅停留於片面資訊或模糊描述，將使得用戶

難以釐清自身表達是否可能遭遇不公平限制，進而產生寒蟬效應，抑制合理言論的發

表。因此，資訊揭露的完整性直接關係到表達自由範疇的界定與實踐。同時，當平台

揭露資訊的完整度與可理解性同步提升，不僅個別用戶的表達權利能獲得保障，完整

且易懂的揭露機制使不同利害關係人，包括監管機構、非政府組織、學術界與媒體能

夠基於充分資訊進行審查、評論與倡議，從而形成更為多元且具包容性的治理路徑，

整體公共討論空間韌性也將隨之增強。

綜上所述，歐盟 DSA 在揭露資訊透明度與保障內容審查正當性之間的協調，亦

提供了重要啟示。由於言論自由的保障並非無限上綱，因此「資訊揭露」的透明度越

高，才能保持言論自由的權益與範疇；再者社群平台「內容審查」的透明度必須被公

眾或使用者知曉並理解，才能確保言論自由的界線與範疇，因此歐盟 DSA 透明機制

仰賴政府與平台數位治理的「協作共治」，未來台灣在借鏡歐盟經驗，實踐以透明度

為核心的機制時，亦應同步思考數位治理的正當性與問責性之考量因素。特別是針對

演算法內容管理的透明度要求，台灣未來在建構數位治理框架時，同樣需強調內容審

查過程的程序正義，透過提升審查標準的明確性、增強使用者的申訴救濟機制，以及

保障公眾對審查決策的理解與參與，從而在透明度、問責性與自由權利保障之間取得

動態且合理的平衡，實現符合本地需求且具有國際接軌性的數位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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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DSA 指定的 VLOP 及 VLOSE

VLOP 平台所屬公司國家 公司在歐盟註冊 活躍用戶數
1 AliExpress 中國（Alibaba） 荷蘭 1.04 億
2 Amazon Store 美國（Amazon） 盧森堡 1.81 億
3 Apple Store 美國（Apple） 愛爾蘭 1.23 億
4 Booking.com 美國（Booking.com） 荷蘭 超過 4500 萬
5 Facebook 美國（Meta） 愛爾蘭 2.59 億
6 Google Play 美國（alphabet） 愛爾蘭 2.84 億
7 Google maps 美國（alphabet） 愛爾蘭 2.75 億
8 Google Shopping 美國（alphabet） 愛爾蘭 7080 萬
9 Instagram 美國（Meta） 愛爾蘭 2.59 億

10 LinkedIn 美國（LinkedIn） 愛爾蘭
活 躍 登 入 使 用 者 
4502 萬；網站登出
流量 1.32 億

11 Pinterest 美國（Pinterest） 愛爾蘭 1.24 億
12 Snapchat 美國（Snap） 荷蘭 1.02 億
13 TikTok 中國（TikTok） 愛爾蘭 1.36 億
14 Youtube 美國（alphabet） 愛爾蘭 4.16 億
15 X 美國（原Twitter） 愛爾蘭 1.15 億
16 Wikipedia NA NA 1.51 億

17 Zalando 德國（Zalando） 德國 零售：7500 萬
第三方內容：2600 萬

18 Pornhub 賽普勒斯（Aylo） 賽普勒斯 超過 4500 萬
19 Stripchat 賽普勒斯（Technius） 賽普勒斯 超過 4500 萬
20 XVideos 捷克（Webgroup） 捷克 1.6 億 
21 Shein 中國（前身ZZKKO） 愛爾蘭 1.08 億
22 Temu 中國（拚多多） 愛爾蘭 7500 萬
23 XNXX 捷克（NKL） 捷克 4500 萬

VLOSE 平台所屬公司國家 公司在歐盟註冊 活躍用戶數
24 Google Search 美國（alphabet） 愛爾蘭 3.64 億
25 Bing 美國（Microsoft） 愛爾蘭 1.19 億

 資料來源：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list-designated-vlops-and-vloses#ecl-   
                     inpage-metaplatforms，資料查詢截止日：2024 年 12 月 2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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